
 

鴉片戰爭同期聲： 

道光十九年貢期更改事件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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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為一個敘述對象的「中國歷史」，似乎總是在自身反覆被「問題化」的過程中，

才能證明自身的對象性。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最常見的「問題化」手法就是對「中國歷

史」進行時代區分，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歷史分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生

產方式─社會形態」（mode of production - social formation）理論是「中國歷史」時代區分

論爭所依靠的主要理論範式，論爭長達數十年。雖然時代區分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總是

主觀上希望通過時代區分而發揮某種功能。功能之一，是讓各種價值判斷同「中國歷史」

的敘述相結合，從而為眼前的政治任務或目標提供認識前提。 

以鴉片戰爭（1839-1842）為例，這場戰爭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時代區分論中，

被視為中國從「前近代＝封建社會」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的關鍵轉折。

前者是「長期停滯」但內部已經蘊含著某種進步因素
2
的社會，後者則是內外惡勢力

3
壓

抑各種進步因素
4
而畸形沈淪的社會。中國社會的畸形與沈淪為人民鬥爭提供了合法性。

這正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將人民鬥爭「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鴉片戰爭的原

因──因為沈淪的中國社會雖然無法滿足單線進化論所要求的進步任務，人民鬥爭卻承

擔了它。
5
換言之，即便「中國歷史」的步調時慢時快，進步的線索一直都在。 

伴隨著國際工人運動在二十世紀末期的退潮，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及其時代區分論也

逐漸淡出人們的歷史認識視野。然而時代區分所具有的評價功能並未消退，只是有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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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明清資本主義萌芽」。 

3
 如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封建主義」。 

4
 如「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及其後裔：「中國民族資本」。 

5
 試以西方學者常用的「late imperial」（帝國晚期）、「early modern」（近代早期）、「pre-modern」（前近代）、「modern」

（近代 / 現代）等概念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如下：（1）著名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討論」

是探討「early modern  / modern」兩者關係的典型例子。「萌芽討論」一方面在信念上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必

然的聯繫，企圖加以實證；另一方面卻也承認「萌芽未能長成樹」，兩者之間未必存在著單線進化的必然邏

輯。雖然後一方面意味著單線進化的結果無法獲得保證，卻無疑體現出「長期延續的封建社會」（即以皇帝

制度為核心而歷時甚長的「imperial China」）在晚明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新變化，比方資本主義萌芽。如果包

含資本主義萌芽在內的新生事物是前所未見的，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late imperial」或封建社會晚期，便

得以成立。（2）以鴉片戰爭作為「前近代」與「近代」之分野的理論，類似於在「pre-modern  / modern」之

間勾勒出二元對立形象的費正清「衝擊─反應」說。費正清認為，直到西方主動衝擊中國，中國才在被動

的反應中終結了長期的停滯狀態。而鴉片戰爭自然是中國從停滯走向動態的代表性事件。（3）至於二十世

紀的中國革命，則因為社會主義願景的提出，而使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中國（即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會」的中國）獲得了發展資本主義以外的另類目標。因此「modern」就分化為「近代」（從鴉片戰爭到五四

運動，或從鴉片戰爭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與隨後的「現代」。著名史家黃宗智曾將他所主辦的 Modern China
翻譯為《近現代中國》，也許即有兼取二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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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海峽兩岸四地人民的政治認同愈發分歧的形勢下，清代中國、民國，以及人民共

和國這直觀可見的三個時代，作為現成的時代區分而重新引發評價問題。如果說，「生

產方式─社會形態」論意義上的時代區分，一概依靠「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所預設的、

以西歐為模範的單線進化模式展開評價，那麼，以直觀且現成的三個時代作為評價對象

的時代區分論，則預設三個時代之間具有可比性，一方面藉此否定朝代遞嬗的必然性或

解構「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則過度突出歷史發展的偶然性。──這無疑是去

歷史的歷史比較法。6 

近年來，國際上否定近代中國朝代遞嬗必然性或解構「中國歷史」連續性的代表性

思潮，當屬西方「新清史」學派。他們對於清代中國與其後兩個共和國之間7的關係做出

更具挑戰性的說明，並激起中國學界的政治警戒心。現實上，奠基於清代的多民族國家

及其基本疆域持續保存至今。漫長的中國革命乃至清廷對於民國的「禪讓」，讓清朝與

之後的兩個共和國之間建立起憲政聯繫。
8
但在「新清史」學者眼中，大體上繼承了清代

版圖的兩個共和國，未必有資格繼承清朝。新清史學者認為，滿洲統治者抵抗了「漢化」，

保持了自身種性，「滿蒙」聯盟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結盟優先於「滿漢」合作。因此清帝

國非但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中國──漢人為主體的傳統中國（如所謂「China proper」）

──反而只是多民族的清帝國的一個部分。尤有甚者，滿洲人對於滿蒙等地的邊疆征服

還被類比為同時期歐洲諸國在海上與陸上同時展開的殖民主義擴張，歐亞大陸兩端的歷

史發展極其相似。如果西方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侵略值得譴責，但清代中國也實施了相同

的侵略模式，那麼，無論當代中國如何不斷重申自身對於清代邊疆之主權，邏輯上也無

法佔取比西方侵略者更高的道德高地。9 

對於民國及其後的人民共和國來說，清代中國無疑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的「中國」

都來得重要。除了兩個共和國繼承自清代的「基本」疆域，費孝通所說的「中華民族多

元一體格局」──特別是「小聚居、大雜居」的民族分布特點──也通過清代將近三百

                                                 
6
 以下就海峽兩岸的情況試舉三例：（1）龍應台「砲灰史觀」（楊念群語）：龍應台將國共之爭一概歸為無

謂的爭權奪利；對於四九年變革的既有解釋，也被她視為「成王敗寇」史觀的延伸。按其邏輯，人民不但

因此無辜地被捲入戰爭，變成「砲灰」，失敗的民國在價值上也不比勝利的人民共和國差。（2）大陸的「民

國熱」：為了貶抑民國之後的人民共和國，許多人通過各種標準論證前者優於後者。如此一來，竟論證出了

一個完全反歷史的「民國範兒」，作為以古諷今的餐後談資。（3）「媽祖不是中國人」：為了否定同時代的人

民共和國並肯定台灣主體認同，當代台灣開始出現一種既承認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卻又認為歷史中國與

人民共和國相斷裂的言論。其饒富趣味的後果之一，就是台灣民眾普遍信仰的媽祖變得只是「宋朝人」，不

能同時是「中國人」。所以台灣民眾可以信仰作為「宋朝人」的媽祖，而無庸擔心她是「外國」──中國─

─神明。 
7
 之所以採取「清代中國與其後兩個共和國之間」這樣的表述方式，意在凸顯民國未必全面繼承清代。「中

國歷史」的某些連續性，反而是在清代與人民共和國之間直接實現的。 
8
 清帝退位詔書云：「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

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

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底線為本文所加。關

於中華民國通過革命與禪讓而繼承清代主權的過程，可參見：章永樂，〈「大妥協」：清王朝與中華民國的主

權連續性〉，人文與社會，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61，擷取於 2011/10/04。 
9
 新清史的代表性學者分別是 Evelyn S. Rawski、Mark C. Elliott、Pamela K. Crossley。此外，Peter C. Perdue（濮

培德）將新清史所強調的滿洲種性論以及歐亞大陸兩端相似論結合在一起，代表作是：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海峽兩岸對於

「新清史」的回應，可著重參見：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汪榮祖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台北：遠流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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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治理才形成大致的樣貌。10眼下，當代中國國內的民族關係十分複雜，有些地方的

民族關係十分融洽，有些地方的民族關係（如西藏、新疆）則尖銳異常。各地區民族關

係的不平衡發展，說明了清代所奠定的疆域以及民族關係直到今天都還在「摶成」一體

的道路上。
11
雖然這條路迄今還沒走完，卻不能輕易否定或迴避這條道路的合理性以及

走上這條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天下」、「大一統」，以及「帝國」這類歷史上先後產生且不斷轉譯的概念，往往

暗示著這些概念所指涉的「中國歷史」意義上的中國，是一個不斷把外部組織到內部並

且取消內外差別（「無外」）的存在。12但包含制度史與思想史在內的許多研究也都指出，

以皇帝制度為核心的中國國家即便在「天下」之類概念的意義上，也是一個擁有「內 / 外」

之別的國家型態，13如汪暉所言，「內外差別與嚴格分野是民族國家的必要前提，但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清朝統一帝國的特徵。」14或如認為「中國並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葛

兆光所言，中國「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同中保存

了無邊帝國的想像。」15如果嚴分「內 / 外」的當代中國存在著一個歷史原型，16便必須

探問這個歷史原型（尤其是清代）如何區別「內 / 外」，以及這種「內 / 外」之別如何

伴隨著中國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現代民族國家之轉化，而轉化為相適應的形式。特

別是清代中國如何向其後兩個共和國轉化的問題。「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就在於從那種

「內 / 外」之別轉化為這種「內 / 外」之別，轉化本身則意味著「中國歷史」無數細

                                                 
10
 費孝通：「由於長期的人口流動，各民族人民相互滲透，形成了十分複雜的分布格局。一般說來是各民族

以大小聚居區交錯共處在一起，很難用明確的界線畫出各族的地區。我們所說的『民族聚居區』並不是指

只有某一個民族居住的地方，只是指某一個民族比較集中居住的地方。在任何民族聚居區都有其他民族雜

居在內，甚至在人數上其他民族也不一定是少數。」「這是我國民族分布的概況，小聚居、大雜居是它的特

點。各民族的大小聚居區犬牙交錯，插花共處，交織成不可分割的整體。」見：費孝通，〈我國是一個統一

的多民族的國家〉，收錄於氏著，《費孝通全集》，第８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頁 330。 
11
 「摶成」一語典出錢穆《國史大綱》。 

12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

598。依照趙汀陽的詮釋，「『無外』原則意味著，至少在理論上說，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被『化』入某個總的

框架，在外的總能夠化入而成為在內的，於是，不存在什麼事物是絕對在外的。這是中國特有的思維框架，

而且是百家思想共有的思想方法論，並非某個流派專有的觀點。它決定了中國思想從根本上有別於西方思

想，簡單地說，它注定了中國思想中不存在絕對在外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又是那種無論如何也

『化』不近來的存在。」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 
13
 以下謹列舉幾則涉及「天下」屬於有限範圍之概念的研究，如：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皇

帝支配下の秩序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79）；渡邊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

史の視点から》（東京：校倉書房，2003）；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

史學》第 16 卷第 4 期（2005，台北）。 
14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頁 686。 

15
 參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葛兆光相當

於主張世界上至少存在西方與中國兩類型的民族國家發展路徑。其邏輯類似於侯外廬關於世界文明存在兩

條路徑的理論（即：西方有西方的古典「古代」、中國有中國的亞細亞「古代」）。請著重參見：侯外廬，〈關

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研究與商榷〉、〈中國古代社會與亞細亞生產方式〉，收錄於《侯外廬集》（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另外，白永瑞關於「理念上的中華帝國──天下（即世界）」以及「歷代王朝實

際統治的現實中的中華帝國的版圖」的區分，也顯示了「無外」以及「內 / 外」之別必須同時掌握才能詮

釋「前近代」中國的事實。參見：白永瑞，〈中華帝國論在東亞的意義：探索批判性的中國研究〉，《開放時

代》，2014 年第 1 期（廣州），頁 81。 
16
 這裡提出「歷史原型」這樣的概念，邏輯上自然很接近於某種「early modern」論或者「（東洋）近世」論。

如此一來，顯然是用另外一種時代區分去解消目前把「清代中國─民國─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對立起來

的時代區分法。但若要重新建立起三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那麼，重新建立「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仍然

是將這三個時代納入「中國歷史」的關鍵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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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間斷。 

將清代「內 / 外」關係與多民族國家結構一次統攝起來的清代朝貢制度，以及這個

制度因為「道光 19 年貢期更改事件」（暫稱此名）而進行的總體調整，是本文為了剖析

當代中國的歷史原型而採取的切入點。這次事件從開始到結束，歷時大約五年，恰好經

歷了鴉片戰爭爆發與失敗的全過程，二者可謂互為表裡。這正是本文以影視術語「同期

聲」（actual sound，即現場收音之意）
17
比喻這次事件的原因。 

日本學者浜下武志曾詮釋並重新詮釋這次貢期更改事件，因而本文主要的對話對象

也正是他的解釋。但由於浜下未能實際把握從而無法勾勒整個事件的全過程，所以本文

的章節安排將首先根據史料盡力重現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回應浜下的分析。本

文所使用的基礎史料包含了琉球《歷代寶案》、《清實錄》、18《清代中琉檔案選編》、《清

代中琉檔案續編》，以及朝鮮《李朝實錄》、越南《大南寔錄》、沖繩《那霸市史》等材

料。除此之外，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
19
對此事件的琉球方面的反應，

提供了扼要細密的敘述與分析，本文也將著重參考西里的研究成果。 

 

一、清代朝貢制度與道光十九年貢期更改事件概述 

為了解釋中國的朝貢制度（特別是明清兩代的朝貢制度），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模式。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朝貢體系」論以及浜下武志「朝貢貿易」論則是最具影響力

的論述。費正清將「朝貢體系」同西洋近代「條約體系」相對立，一方面預設前者是中

國統御周邊地區的傳統手段，另一方面則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放棄了「朝貢體系」，

不得不因西方的衝擊而將自身納在西方所規範的「條約體系」之下。浜下的「朝貢貿易」

論則強調朝貢貿易為前近代「亞洲區域內貿易」的形成提供了基礎，而這種區域內貿易

正是西方商業力量從海上來到亞洲之時，不得不遵循並加以利用的歷史前提。循其邏輯，

西方對於東方的所謂「衝擊」，只能是假問題。雖然費正清與浜下的論述非常重要，但

解釋過於模式化。如廖敏淑所言，「費正清在‟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中，

大量將從《萬曆會典》等明朝會典中所架構起來的朝貢制度，直接作為對於清代朝貢制

度的理解，而浜下武志所繪製的同心圓和朝貢貿易體制概念，也都是混同明、清兩代的

制度而成的。」
20
過於模式化的解釋，自然也難以呈現朝貢制度的動態發展。為克服這

樣的問題，本文試著不把朝貢制度當成一個整體，而是將之視為諸多要素的構成體，並

分析這些要素如何加入到這個構成體之中。 

鴉片戰爭期間過世的思想家龔自珍（1792-1841），曾略述清代朝貢制度及其要素如

下：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禮部之〕主客司者。其隸

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

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即安南）、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

                                                 
17
 「同期聲」不同於後期配音，是一種電視電影同步收錄現場聲音的技術。 

18
 本文寫作過程首先使用了二手史料性質較重的《清實錄》。完稿前夕進一步核對了比較接近一手史料的《清

代起居注冊》。在本文所徵引範圍內，兩者基本沒有差異。故本文仍以《清實錄》為主要的史料徵引來源。 
19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 

20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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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邏、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

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西洋諸國，

貢無定額，無定期。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満

學士、六部満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

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任。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

使或按察使任，不以京官往。……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

（底線為本文所加）
21
 

用白話文來解釋，就是清代的朝貢制度分為兩類。一是理藩院所管理的內藩，即藩部；

二是禮部主客司所管理的外藩，即朝貢國。前者基本都在當代中國的領域之內，後者則

大致正是當代中國周邊諸國的前身。並不是所有的朝貢國都相應獲得冊封以及諸種相應

禮儀，但貢額、貢期、貢道卻是清代朝貢制度的幾項基本要素。 

試按年代和國別列出上述「要素」可知：只要外邦來貢，清政權通常會先「規定貢

道」（與中國較近者），少數則先「規定貢期」（與中國較遠者）；只有朝貢國呈上前明之

印授，才可建立正式的朝貢關係（獲「冊封」）。有些國家在「冊封」之後才被規定貢期，

但幾乎所有國家均在「冊封」之前被規定貢道（即「朝貢」可先於「冊封」而存在）。

換言之，清代禮部主客司轄下的朝貢體制，有個動態發展過程。個別朝貢國如何通過這

些個別要素的逐漸成立而一步步納入清代朝貢體系，取決於週邊國家對於清廷的態度與

彼此之間的力量對比。不能將歷代《會典》所載的各種朝貢要素（貢期、貢道、貢物等）

視為貫穿清代的整體原則。而應從實際出發，從只有「規定貢道」、只有「規定貢期」

之類的實際狀況，考慮清代不同時期之朝貢體制的實態。從而重新審視這些「要素」所

各自具有的意義和對制度整體的意義，並重新理解「朝貢」、「冊封」、「貿易」之間的關

係。這也是探討「道光 19 年貢期更改事件」應注意的前提。 

道光 19 年是中英兩國因為鴉片問題而使衝突急速升高的一年。採取了霹靂手段的

林則徐，直接包圍英人商館，要求他們交出鴉片。同年 3 月 19 日（1839.5.2），由於鴉片

已經繳過半數，中方達成目的，包圍商館已然月餘的林則徐便「量許三板查驗往來，並

將夷館撤圍，兼准開艙貿易」。
22
 

五天之後的 3 月 24 日（1839.5.7），道光皇帝諭內閣，將越南、琉球、暹羅三國的貢

期全部改成四年一次。他說： 

諭內閣：「向來越南國二年一貢，四年遣使來朝一次，合兩貢並進。琉球國間歲

一貢，暹羅國三年一貢。在各該國抒誠效順，不敢告勞。惟念遠道馳驅，載塗雨

雪，而為期較促，貢獻憑仍，殊不足以昭體恤。嗣後越南、琉球、暹羅均著改為

肆年遣使朝貢一次，用示朕綏懷藩服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23
 

按道光皇帝自己的說法，更改貢期是因為他見到各該國「抒誠效順，不敢告勞」，總是

能夠依照各自被規定的貢期進貢。可是貢期太短促接近，而各國又距離遙遠，為了體恤

各國，便更改貢期。原來琉球的貢期是二年一次；越南的貢期也是兩年一次，但實際上

                                                 
21
 龔自珍，〈主客司述略〉，收錄於《龔自珍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118-119。 

22
 〈第五編、大事年表〉，收錄於蕭致志主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北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頁 285。 
23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台北：台灣華文書局，1964，據石印本影印），第 320 卷，頁 37（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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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年一次，呈上兩次貢期之分量的貢物；暹羅則是三年一次。 

與明代相比，清代朝貢制度顯著減少了朝貢國，其餘國家均被列於互市國。但就算

是朝貢國，也只有朝鮮、琉球、安南（越南），以及暹羅的進貢最為頻密（參見附錄一）。

朝鮮的特殊性很大，因為朝鮮的貢期是「一年四貢」而非「幾年一貢」。這可能與清廷

與朝鮮的特殊歷史關係有關。先不考慮朝鮮。當道光皇帝更改了琉球、越南、暹羅的貢

期為四年一貢的時候，實際上就等同於改變了禮部主客司所轄部分的朝貢體制。 

 

二、琉球、越南，以及暹邏的反應 

琉球對於清廷更改貢期的應對，留下最為完整的史料。以下分析即從琉球開始。 

（1）琉球 

研究琉球對華朝貢，往往兼談明清兩代。明洪武 5 年（1372）至成化 10 年（1474），

是所謂的「三王並貢期」，每年一定進貢，甚至多貢，中山王尤其如此。成化 11 年（1475）

改為「二年一貢」，此時中山王已經統一琉球。雖然琉球履請「比年一貢」，卻未獲准。

至萬曆 40 年（1612）之後，遭遇日本侵略的琉球國力大減，便被改成十年一貢，後又

改為五年一貢、二年一貢、甚至以各種名義入貢，於是被稱為「亂貢時期」。
24
琉球與清

廷建立朝貢關係之後，琉球對華貢期進入長期維持「二年一貢」的階段，就此而言，道

光 19 年的貢期更改對於琉球而言必感突然。 

道光皇帝上諭展延貢期之後，漫長的公文傳達便開始了。從道光 19 年 3 月 25 日上

諭抄出至禮部，經過福建巡撫、福建藩司的傳達，直到道光 20 年 5 月 19 日（1840.6.18）

才傳到琉球國王手中。由於琉球方面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貢期更改，便決議繼續派遣兩

組使節團前往中國，一組遊說恢復舊制，另一組則強行朝貢。 

在遊說方面，組成由王舅向邦正（恩河親方）、正議大夫鄭元偉（伊計親雲上）為

首的使節團。道光 20 年 6 月初 4 日（1840.7.2）琉球官方特任鄭元偉為出使中國「陳請

二年一貢」的「正議大夫」。
25
向邦正與鄭元偉並在 9 月 15 日（1840.10.10）接到琉球國

國相（浦添王子）、三法司（國吉親方、小祿親方、與那原親方）下達的兩份「口達」，

指示赴中國請求更改貢期時應注意的事項。
26
西里喜行總結這兩份「口達」有六項要點：

（1）陳請貢期復舊一事關乎薩摩藩利益，並得其支持；（2）需強調從來便是二年一貢

的琉球一旦改為四年一貢，將減少琉球沐浴德化的機會；（3）無法理解為何突然改定維

持了兩百多年的貢期，而此將導致影響琉球在其他國家之間的名聲；（4）薩摩藩或琉球，

必然會如先前在「御用物」不協調的問題上發生障礙，從而可能造成琉球本國「國土之

難題」；（5）深刻理解上述幾點後，應在到達福州後直接提出咨文，並與福州當局密會

相談；（6）由於薩摩藩的許可，可在使節團向福州當局請願之時，在適當時機下將所準

備的「遣銀」（賄款）拿出來使用。
27
 

                                                 
24
 俞玉儲，〈清代中國和流球貿易初論〉《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沖繩：沖繩縣立圖書館，

1993），頁 184。 
25
 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那霸：那霸市企劃部

市史編集室，1980），頁 938。 
26
 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938；真境名安興、島

倉龍治，《沖繩 1 千年史》（那霸：琉球史料研究會，1966），頁 538-539。 
27
 關於兩份口達的原文可見：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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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貢方面，組成由向國鼎、林常裕為首的使節團。由於此團專責進貢方物，裝載

的貨物人員比較多，並副搭了四名欲入國子監的官生。換句話說，一組人馬負責赴京說

明，希望維持舊例，另一組人馬則負責把朝貢便成既成事實。琉球將官生入監與強行朝

貢綁在一起，顯然是為了緩解強行朝貢之不合法性而採取的手段。 

使節團抵閩之後的交涉過程，在〈十七世總理唐榮司鄭元偉湖城親方〉
28
這則史料

中有著詳細扼要的記載： 

九月廿三日，［鄭元偉］同王舅向邦正恩河親方那霸川開船。十月初一日到閩。
29

初八日安插館驛。初九日投呈咨文于布政司衙門。十一日福州府褚老爺奉 巡撫

部院吳大人命、同海防官坐在大廳。
30
問曰： 

「上年 皇上降旨，將越南、琉球二國改為四年一貢，暹羅國改為五年一

貢，理應凜遵，俟下年貢期來閩。今有何緣故來閩？」 

偉
31
等即將咨文底稿呈覽，因而稟云： 

「敝國久荷 天朝鴻恩，遵依《會典》，二年一貢，已經一百餘年。若改為

四年一貢，則如咨文所陳，多有不便。懇求大老爺稟明撫院大人拠情具 題，

恩准照舊二年一貢，使貢使向國鼎等上京叩祝 聖禧。」 

褚老爺又曰： 

「所有來閩貿易一案，照舊定為二年一次。其貢使上京一案，遵 旨改為

四年一次，則如之何？」 

詰問及再、及三。偉等見其意欲如此施行，驚惶無地。即稟云： 

「敝國專欲遵依舊制，隔年上京仰沐 天朝教化、治國安民、永享太平。

若四年一次上京，則沐化漸遠，更有不便。至其貿易一案，不過順帶貨物，

變買緞疋、藥材等件，另無私利之意。」 

褚老爺又問敝國事情，偉等應其機變，隨問隨答，至晚回城，但不知去後如何裁

處，至為擔心。幸至十月二十一日 撫院大人拠情具 題，偉等蜜［密］見其奏

文底稿，內有為球［琉球］照料之意。雖然禮部大人又將如何議奏，若不為籌畫，

非萬全之計。乃編修啟文托閩人舉人季培芳密寄在京工部主事鄧承恩，轉請禮部

衙門主客司書辯［辦］等，妥料其事。至十二月廿八日，奉上諭，內云：「琉球

                                                                                                                                            
938；早期的日譯可見：真境名安興、島倉龍治，《沖繩 1 千年史》，538-539。；關於西里喜行的整理可見：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頁 72。 
28
 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頁 937-940。 

29
 在《清代中琉檔案續編》中，均只記載入港日期（10 月初 6），但在《那霸市史》的史料中，卻多了一項

到閩日期（10 月初 1）。兩者也許並不衝突。但也可能分指向邦正、向國鼎兩組人馬，前者 10 月初 1 到閩；

後者 10 月初 6 入港。可參見：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

（下），938；〈（No.193）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閩籲請照舊間年進貢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清代中琉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812-814；〈（No.030）福建巡撫吳文鎔為琉球國貢

船到閩及貢使、官生進京事題本（缺首）〉，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檔案續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4），頁 1335-1338。 
30
 「吳大人」即福建巡撫吳文鎔。「褚老爺」即褚登。但其當時為兼署福防同知。福州府知府則是史致蕃，

時為委署職。據《清代中琉檔案續編》史料，當時親至驛館詢問的官員即史致蕃、褚登二人，也許〈十七

世總理唐榮司鄭元偉湖城親方〉將兩人職稱記反了。可參見：〈（No.193）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

閩籲請照舊間年進貢摺〉、〈（No.194）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籲請間歲一貢緣由片〉，分別收錄於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檔案選編》，812-814、815；〈（No.030）福建巡撫吳文鎔為琉球國貢船到閩

及貢使、官生進京事題本（缺首）〉，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檔案續編》，頁 1335-1338。 
31
 鄭元偉自稱，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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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遣使來閩，陳請照舊間年進貢，情辭極為真摯，著如所請行。欽此。」 

誠是 皇上柔遠之深仁，感戴無涯者也。翌年正月廿五日，貢使及入監官生等起

身上京。四月十五日，恭捧回文離驛登舟。廿六日，五虎門開船。五月初二日，

歸國復 命。 

此則史料透露出一些交涉內情：首先，使節團抵閩後，受到當地官員相當程度的質疑，

不過使節團仍能「應其機變，隨問隨答」；其次，在福建巡撫吳文鎔上奏時，曾將奏文

底稿（應即《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閩籲請照舊間年進貢摺》）給琉球使節團

預覽，使之心中有底；其三，為確保此事萬無一失，他們委請福建舉人「季培芳」透過

「在京工部主事鄧承恩」，轉請「禮部衙門主客司書辯［辦］等」來「妥料其事」。大概

是意圖以賄賂禮部胥吏的方式（或許即「口達」所提到的「遣銀」）來達到目的。
32
 

除了向邦正一行的各項遊說工作之外，向國鼎一行所附搭的琉球官生也可能起到了

一定作用。雖說琉球官生入國子監之事早有慣例，但此次狀況卻尤為特殊。由於琉球國

在 1834 至 1835 年之間王位更迭，國王尚育即位之後，直到 1838 年才得到清廷的冊封，

當時的冊封使林鴻年便曾代為轉達琉球方面的要求，讓琉球官生入國子監，道光皇帝亦

應允之。
33
在沒有規定官生應於何時、以何種形式入監之情況下，琉球方面自可將官生

入監和朝貢綁在一起（雖說此處還應詳加考察琉球官生入監與進貢之間的關係）。但就

此回朝貢與官生入監來看，前者違背上諭、後者則是上諭所允；中國官方若不分開處理，

便只能合併處理。琉球此舉，柔中帶剛。顯然意在必達、勢在必得。道光 20 年 10 月 20

日（1840.11.13），福建巡撫吳文鎔上奏摺云： 

察核情辭，極為真摯，可否准其間歲一貢，抑應仍遵上年諭旨，令其四年朝貢一

次？現在齎到方物，准留作四年一次之例貢；其所帶貨物，即予開館貿易之處。

伏候聖裁。其陪臣子弟四名，業於上年經冊封琉球使臣林鴻年等據情代奏，欽奉

恩旨，准令入監讀書。現在如蒙允准，間歲一貢，即令該陪臣子弟隨同貢使北上。

如仍令四年朝貢一次，此次貢使毋庸入都，即將該陪臣子弟另行委員伴送進京，

以仰副聖主綏懷藩服之至意。除飭將該使臣等暫行安頓館驛，恭候諭旨遵行外。

臣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34
 

但是，琉球方面也並不是只想以既成事實來實現朝貢貿易。琉球方面還是提出了希望維

持舊例的具體理由。琉球國王在道光 20 年 8 月初 3（1840.8.29）回應的咨文中說： 

本爵捧讀［道光 19 年 3 月 24 日上諭］之下，仰見皇上體卹外藩，有加無已，不

勝感激。惟是各國情形不同。琉球所以當二年一貢者，請敬陳之。蓋琉球彈丸荒

服、人愚俗陋，全賴間歲朝貢、仰慕聖朝德化，得知君父之道，永享太平。若四

年朝貢一次，則沐化疎遲、不便治安；又琉球地處海邊，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

則風調雨順。每值貢年，縱有多風，不特無礙田疇，而且歲必大熟，謂之貢風，

此舉國臣民所引領而深望也。若四年朝貢一次，則風雨不定、豐歉不齊。又琉球

                                                 
32
 此為西里喜行的推測。參見：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頁 74-75。 

33
 道光 19 年 4 月 9 日（1839.5.21），上諭：「據林鴻年等奏，上年十月自琉球回棹，該國王尚育懇請代奏，

令陪臣子弟四人入監讀書等語。加恩著照所請。所有該國陪臣子弟四人俱准其入監讀書，用遂其觀光之志」

參見：《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1 卷，頁 9-10（5755）。 
34
 〈（No.193）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閩籲請照舊間年進貢摺〉，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

代中琉檔案選編》，頁 8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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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值進接貢船入閩，例蒙天朝頒賜時憲書，遵一王之正朔，祝萬壽於無疆。而海

隅節候有常，得以因時趨事；農桑庶務皆合早晚之宜。若四年朝貢一次，三載之

間，不獲時憲書稽覽，則人時無準、歲事不登。又琉球不產藥材，叨蒙天朝准令

裝載回船，藉以養生。人多老壽，雖有疾病，服食可痊。若四年朝貢一次，恐藥

品不能久貯，醫治無資。又琉球航海入貢，全賴鍼法精詳，必遴選諳習者看鍼，

更擇敏捷者學習，輪流更換，庶無疎虞。若四年朝貢一次，遲迴三載，則鍼盤錯

誤，海道荒疎。又天朝定鼎琉球，琉球效順為先，自先世以來，皆二年一貢，無

敢愆期。疊荷恩綸褒美，今獨及微身。四年朝貢一次，則上慚繼志，下愧教忠，

又琉球隔海外藩，莫遂登朝之願，所藉間歲一貢，敬遣陪臣，叩請聖安，如覲天

顏，躬親舞蹈。若四年朝貢一次，則就瞻倍切、思慕瀰深。凡此數端，皆外藩望

闕之忱所不能自己也。
35
 

論述要點如下：第一，四年一貢將造成造成琉球「沐化疎遲、不便治安」；第二，朝貢

之時，風調雨順，「貢風」能使琉球歲必大熟，因此琉球「舉國臣民」都很期待朝貢；

第三，兩年一次的朝貢，使得曆書得以及時送達，琉球的生產便能「因時趨事」；第四，

兩年一貢使得島上的藥材得以及時補充；第五，兩年一貢可使航海者熟悉航海技術與航

道；第六，改成四年一貢，琉球國王尚育覺得很對不起歷來二年一貢的先祖；第七，更

何況，身處海外的他也很希望能盡量派人去朝覲皇帝。 

最後，道光皇帝答應了琉球國王的請求。道光 20 年 11 月 22 日（1840.12.15）上諭

云： 

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閩，籲請照舊間年進貢一摺。向來琉球國間歲一貢，上

年降旨，改為四年遣使朝貢一次，原所以示體恤外藩。茲據該撫奏該國王遣使來

閩，請照舊間年進貢，情詞極為真摯，著如所請行。該部知道。
36
 

於是，向國鼎、林常裕一行便在道光 21 年正月 25 日（1841.2.16）率領入監官生等人起

身上京。
37
經過漫長的公文傳遞過程，道光 21 年 5 月初 2 日（1841.6.20），琉球國王才收

到使節團帶回的禮部咨文。隨後琉球國王便回咨福建藩司致謝。
38
並在道光 22 年 10 月，

由貢使帶著琉球國王的謝恩奏本前往進貢。
39
這次進貢有個小插曲，即一艘進貢船遭風

漂流，飄到平潭海面，後來才上岸。最後，道光 23 年 1 月 26 日（1842.2.24），道光皇帝

讀了其謝恩奏本，降三旨，向琉球國王表示知道。並再咨琉球國王。此一事件的琉球部

份就此告一段落。 

 

（2）越南與暹羅 

                                                 
35
 〈（No.2-171-21）琉球國王咨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收錄於沖繩縣立圖書館史料編集室等編集，《歷代

寶案》（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2000，校訂本），第 12 卷，頁 475-477。 
36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41 卷，頁 27（6120）。 

37
 那霸市企劃部市史編集室編集，《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頁 939。向國鼎、林常

裕一行最後卻在返回琉球的時候遭到風浪襲擊，損失慘重。參見：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

頁 98。 
38
 〈（No.2-173-03）琉球國王咨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收錄於沖繩縣立圖書館史料編集室等編集，《歷代

寶案》，第 12 卷，頁 549-556。 
39
 〈（No.2-175-03）琉球國王謝恩奏本〉，收錄於沖繩縣立圖書館史料編集室等編集，《歷代寶案》（那霸：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6，校訂本），第 13 卷，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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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羅方面自稱根本就沒收到公文，於是仍按原貢期進貢。道光 23 年閏 7 月 28 日

（1843.9.21），道光皇帝云： 

諭軍機大臣等：「祁土貢等奏暹羅國王遣使呈進例貢及二十一年萬壽貢、並補進二

十年例貢業已到粵一摺，前經特降諭旨，嗣後越南、琉球、暹羅，均著改為四年

遣使朝貢一次，以昭體恤。茲據該督等奏稱，暹羅國王因未接奉改定貢期公文，

以至仍照舊例，遣使呈進方物。並進二十一年萬壽及補進二十年貢物，具見該國

王恭順至誠。所有此次貢物。准其於本年呈進，該督等即照例委員伴送該使臣起

程。令於年底到京。該國正副二貢船，准其先行回國，仍著該督等，俟此次該國

貢船回帆時，即將前項禮部公文交給領齎回國投遞。嗣後著遵前旨，四年遣使朝

貢一次，用示懷柔。該督等即傳諭該國王遵照可也。將此諭令知之。」
40
 

暹邏的理由究竟是事實或者另有動機？目前沒有後續史料可以證實。暹邏入貢中國以來，

暹邏即根據中國國內市場對於稻米的迫切需要而輸出大量稻米。一方面平抑了中國的米

價，二方面也讓暹邏成為對華南出口稻米的最大貿易國。41或許延展貢期將不利於暹邏

的稻米出口，於是暹邏才冒險強行入貢。然而他們並未如琉球一樣，將原來的貢期維持

下來。 

與琉球、暹羅相比，越南所遭遇的狀況似乎更加複雜，但這種複雜性反而讓這次貢

期更改更加充分地折射出清代朝貢制度的內部結構。原來，越南的二年一貢實際是四年

並進兩期貢物。因此，即便貢期改為四年一貢，當年（道光 21 年）仍是進貢之年；問

題在於，貢物的份量該以一期計或以二期計？此外，此年又適逢道光皇帝六十壽辰，因

此「歲貢」與「賀貢」必須並進，實際上，越方早已指定好使節並欲出發。
42
然而，恰

恰在道光皇帝過大壽的這年，越南國王阮福晈突然駕崩；於是，一方面雖是給道光祝壽，

另一方面卻必須為越王告哀。告哀外，嗣君須受清廷冊封，才能在國書上使用國印。當

「歲貢」、「貢物份量」、「賀貢」、「告哀」、「冊封（與用印）」這些問題一併牽扯在一起，

處理事情的難度便提高了。 

道光 19 年 11 月 1 日（1839.12.6），道光皇帝諭示，歲貢分量只需一份： 

諭內閣：「前降旨將越南國二年一貢，改為四年遣使朝貢一次，以昭體恤。茲據

禮部奏稱：該國王以四年例貢，品數應否照舊遵辦，咨部請示。該部請照兩貢並

進之數，減半呈進，並擬單呈覽。越南國向例每屆四年，兩貢並進；今既改為四

年一貢，所進貢物，自應減去一次。其舊例兩貢並進之處，著即停止，用示朕綏

懷藩服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43
 

但應如何遣使？越方認為應以告哀為重（道光 21 年（越南紹治元年）正月，底線為本

文所加）： 

禮部言：「故黎邦交，凡遇國喪遣使，告哀書內但言，嗣君權守國印，俟命于朝，

無請封專使，亦無另表。又故黎歲貢，遇有國喪，使部［歲貢使」免其進關，品

                                                 
40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95 卷，頁 31-32（7060）。 

41
 關於暹邏與中國的貿易，參見浜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6），頁 233-234。 
42
 《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聖祖寔錄》，第 218 卷，頁 32；收錄於許文堂、謝其懿編，《大南實錄清越關係

史料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頁 219。 
43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8 卷，頁 1-2（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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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由告哀使并遞。今既有賀貢，又有歲貢，二使部［賀貢使、歲貢使」竝進，事

體稍不同，從無辯過之例。」諭之曰：「哭則不歌，吉凶不同禮也。既以哀告，

更無可賀之理。清國重在貢；貢且免，況賀乎？今當繕國書遣使告哀，如向例辦。

先咨兩廣督撫審閱，為之題達。俟清國來咨，進止如何，照辦為妥，廷臣擇候命

及可使者速以名聞。……」
44
 

最後，越南國王決定撤除本來（由前任國王）指派的賀貢使與歲貢使，另外安排了告哀

使節團。由於事屬複雜，前黎朝之例只能作為參考。越方便派出正副「候命」至邊關等

候清方通報。由於越方嗣君尚未受封而用國印（「封使未行，先用國印」），越方還為「候

命」擬定問答對應之詞，以處理可能發生的詰難。然因在關上等待太久，越方的「候命」

竟與中國守邊官兵發生違例之互動。收到中國方面指示後，正副「候命」返回並遭處分，

而告哀使節團則正式出發，此事方告解決。
45
道光皇帝就遣使與進貢的諭示如下： 

又諭：「梁章鉅奏、越南國王阮福皎身故。繕表告哀。該陪臣現於關上候命一摺。

越南國久列藩封。今該國王身故。遣使告哀。自應令其恭詣闕廷。著該撫即傳旨。

准令該陪臣入關。其一應派員伴送事宜。均照舊例辦理。計該陪臣到京。尚需時

日。所有襲封各事宜。屆期再行查辦。至該國王呈進萬壽貢物。及本屆例貢方物。

俱著停止。以示體恤。」
46
 

 

三、浜下武志的詮釋及其詮釋的可能問題 

（1）浜下武志的詮釋 

浜下武志曾幾次對此事件提出分析。他在 2000 年指出：（底線為本文所加） 

再如朝貢問題，1839 年道光皇帝改變朝貢政策，過去的朝貢體制比較僵硬缺少

變化，然而隨著西洋勢力的進入，1839 年鴉片貿易量達到最高，因而發生。道

光皇帝在鴉片戰爭初起時改變朝貢政策，將暹羅、越南、琉球分別從過去的三年

一貢、二年一貢或一年一貢，全部改為四年一貢，這表示清廷不願意再以朝貢貿

易的方式來進行貿易，企圖直接管理華南的貿易，將以廣州為首的貿易利益收歸

中央所有。雖然越南等國的朝貢是由中央直接管理，但是廣東商人、東南亞商人、

台灣商人、琉球商人在南方地區的經濟活動則越來越活耀，所以道光皇帝決定直

接管理華南的經貿活動，但是引起南方反對，清朝政府遂派林則徐南下，試圖破

壞華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結合。所以鴉片戰爭表面上是西洋與東洋關係衝突的問

題，但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發生衝突的問題。無論是台灣的歷史地位，或是東南

亞、琉球的歷史變化，都可以從這種角度來暸解。過去史家看待朝貢和西洋兩者

之間的關係是分開的，但是如果將兩者結合起來觀察朝貢體系產生的歷史作用，

並研究以華南為主的歷史作用，可以讓我們考慮以大地域為主的地方之間的關係。
47
 

                                                 
44
 《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憲祖寔錄》，第 1 卷，頁 13；收錄於許文堂、謝其懿編，《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

料彙編》，頁 221。 
45
 《大南寔錄正編第二紀：憲祖寔錄》，第 1 卷，頁 14；第 2 卷，頁 8-9；第 6 卷，頁 6。以上收錄於許文

堂、謝其懿編，《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頁 221-223。 
46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46 卷，頁 19（6204）。 

47
 浜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0），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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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他進而提到琉球成功抵抗了清廷的貢期更改政策，並提出其他的見解： 

……這個政策變化，部分來自於清廷的財政危機，需要減少花在朝貢使節團上的

開銷。同時也來自於清廷試圖去強化對於沿岸貿易的稅收利益的控制，透過各種

措施將貿易置於中央的控制之下，其中包括從地方官員腐敗地吸取中央所需之利

益的遠方口岸改變方向。這個政策變化也可被稱為一個從朝貢貿易向清廷發動的

商業資本主義的轉變。 

琉球王國強力地抗議減少朝貢任務的頻率，而道光皇帝也同意恢復琉球去福州的

定期朝貢任務。清廷並沒有能力去執行這項設計來控制在南中國與南中國海區域

崛起的經濟力量的新式朝貢與財政政策，而此正是由北京所無法控制的中國，西

方，台灣，與東南亞中國商人所支配的區域。雖然所有這些商人此前就已參與在

朝貢貿易之中，他們現在卻全都試圖讓自己從朝貢關係中解脫出來，尋找遍及南

中國海與東中國海的、獨立於國家使節之外的、更可獲利的私人貿易。其結果便

是十九世紀中至晚期間，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繁榮的貿易，貿易極大地超越了首

都北京的控制。
48
 

雖然道光 19 年的貢期更改事件的涉及面非常廣泛，不但涉及朝貢，也涉及冊封等

禮儀問題。但浜下顯然更著意從經濟角度分析這個事件。浜下將道光更改貢期的動機歸

納為兩點：（1）清廷自身的財政危機；（2）中央與地方（地方政府、商人）之對立。 

西里與浜下都認為清廷出現財政危機。無論是外國朝貢使節團在中國的開銷，或是

對於漂流民之救助，基本均由清廷所吸收，但在琉球、暹羅等國逐漸實際違反貢期而頻

繁提升朝貢次數，以及為謀貿易而刻意漂流的漂流民增多的情況下，不斷吸收這些開銷

的清廷，反而讓自身的財政負擔演化為財政危機。
49
這樣的觀點確實有利於解釋清廷為

何改變貢期，甚至也可以解釋此後中朝所訂立的條約規定費用改由藩屬國自行負擔。擺

脫藩屬在財政上帶來的困難，確實可能是清廷的意圖。 

中央與地方的對立是浜下的觀點。按他所勾勒的歷史圖像，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

系依據「來自中央影響力的強弱順序」，由中而外建立起親疏有別的同心圓式的統治秩

序。問題只在，由中而外的支配並非絕對。
50
因此浜下才以道光 19 年的貢期變更為例，

強調地方上的商人能有對抗中央的力量；而商人們所形成的排他性力量，正是排斥任何

                                                 
48
 Takeshi Hamashita, “Tribute and Treaties: Maritime Asia and treaty port network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00-1900,”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eds.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pp.24-25. 浜下類似的見解可另見：浜下武志著、王玉茹等

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11。 
49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頁 58-65。 

50
 浜下武志：「一般認為，中國統治機構是擁有強大官僚機構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這一觀點顯示出歷來對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理解，現在應將這種理解從地方分權統治的歷史脈絡中去重新把握，同時把中央自身也

作為一個經濟主體來進行把握。……關於朝貢體制。歷來是把朝貢（冊封）作為支撐排外的中華帝國體制

的手段來理解。而我們認為，它是國內基本統治關係即地方分權在對外關係上的延續和應用。」參見：浜

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28-29。 

「鑒於在國內統治的時候，中央和地方並存，制度上雖然是中央集權，實際運行卻是以地方為主導等因素，

在對外關係上，與其說是形成為國內、國外兩部分，以一部分統治另一部分，不如說是形成將國內統治的

方式向外部逐步擴大的方式更恰當……也就是說，國內的中央－地方關係中以地方統治為核心，在週邊通

過土司、土官使異族秩序化，以羈縻、朝貢等方式統治其他區域，通過互市關係維持著與他國的交往關係，

進而在通過以上這些型態把周圍世界包容進來。」參見：浜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

際契機》，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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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支配的「非組織網絡統治模式」。
51
所以，同時發生的貢期變更以及鴉片戰爭，正是

中央為了直接掌控華南（尤其是以廣州為中心）的貿易而採取的行為與結果，是中央與

地方（地方政府、商人）之間矛盾的激化。如此一來，他便重構了鴉片戰爭的起因，使

之成為中國歷史脈絡之中的問題，而不再是外國對於中國的「衝擊」： 

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亞洲區域貿易圈，即便到了近代，也規定著西方「進入」

和「衝擊」的內容。由於西方進入而締結的各種條約……實質上也正是按朝貢關

係中的方式來處理的。從朝貢體制向條約體制的變化，並不能給近代亞洲區域打

上階段性的印記。
52
 

這是一種接近於「中國中心主義」的解釋策略。 

 

（2）浜下理論的可能問題：「朝貢 / 貿易」的混同以及「內 / 外」的混同 

【討論一】如附錄一所示，清廷一方面依據不同朝貢國的狀況，而讓朝貢制度的各

種要素（如貢道、貢期、貢額）逐漸添加在個別朝貢國與清廷之間的關係中；另一方面

又以延長各國貢期作為清廷調整朝貢體制的長期政策。──顯然，前一方面呈現各朝貢

國與清廷逐漸拉近的趨勢，後一方面卻讓雙方呈現逐漸拉遠的趨勢。兩種趨勢同時存在，

卻又彼此對反。如果我們一定要把朝貢貿易當成問題，就必須追問：朝貢體制的兩種趨

勢是否也能在清代的中外貿易獲得反映？ 

上述問題必先通過以下兩種狀況的區分才能獲得回答：一是朝貢本身是否具有貿易

性質，二是經濟性的民間貿易的展開是否必須以朝貢所建立的政治關係為前提。
53
或許

這兩種狀況確實無法分開討論，而浜下也始終將兩者混為一談。但若考慮到清代「互市」

國數量遠高於「朝貢」國，而「朝貢」國數量又高於正式確立「敕封」（冊封）關係的

國家，就必須直接把握住「就算未與清廷建立朝貢乃至冊封之類的外交關係，也可以相

互進行貿易」的事實。這個事實恰恰意味著：無論朝貢本身是否具有貿易性質、無論朝

貢是否為其他貿易創造條件，朝貢都不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行為的絕對前提（即

便這個前提對於個別國家而言可能存在──比方琉球）。在這個意義上，預設出一個模

                                                 
51
 浜下武志，〈檢討東亞地域之歷史動力的諸課題──宗主權型．主權型．網絡型統治的競合〉，收入許介

鱗編，《「中國與東亞，21 世紀的課題」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1998），

頁 9-10。 
52
 浜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頁 30。 

53
 在這方面的質疑可參見祁美琴，她認為只有明代才是典型的朝貢貿易（即貿易因朝貢本身及其周邊活動

而產生，並限制於其中），而清代則以建立政治關係為主，是朝貢，但非朝貢貿易。中村哲也在類似的認識

上對於浜下武志提出批評，他認為「此說缺乏實證性。浜下所說的朝貢貿易是遠在 16 世紀以前進行的，至

少在 16 世紀以後，朝貢貿易已不是東亞貿易的中心。作為倭寇對策而實行的海禁，在 1566 年解除以後，

民間貿易成為中心。恐怕那以前採取倭寇等形式的民間貿易也是中心。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

──朝貢體制，作為政治秩序是極為鬆弛的，其形式的禮儀方面很強。規定其經濟關係的力量看來較弱」。

然而 2004 年浜下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場演講提出回應，浜下「首先對中村哲根據什麼材料推斷國家對朝貢

貿易的控制極為弱小提出質問。接著指出，商人們關心的只是在朝貢的名義下進行貿易可以獲得免稅的權

益。」不過浜下畢竟沒有否認民間貿易的廣泛存在，只是這種存在以著朝貢（乃至朝貢貿易）的存在為政

治上的前提；並且，將民間貿易也視作朝貢貿易內部的組成，「在朝貢貿易的內部，私有貿易得到了擴大」。

所以，「因朝貢關係而使得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得以形成」（底線由本文所加）。以上分見：祁

美琴，〈對清代朝貢體制地位的再認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6 卷第 1 期（2006，北京），頁 47-55；

中村哲著，陳應年、王炎、多田正子譯，《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15；

翟意安，〈浜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述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上海），

頁 72；浜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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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的朝貢貿易體系，並說這個體系是西方進入東亞的媒介，反而可能遮蔽了史像。近

年許多學者更重視「互市」制度而非「朝貢」制度，理由或即在此。
54
 

【討論二】如果道光皇帝只是要掌控南方貿易，當他以禁煙為名大力打擊之後，又

能夠接手什麼樣的貿易？如何接手？禁煙之舉是否真的只是為了控制南方貿易而做的

假動作？道光皇帝禁煙的決心是虛假的嗎？
55
清廷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力究竟如何？ 

當浜下要強調中央試圖控制地方，他選擇性地只提清廷更改貢期的政策；
56
但當他

要強調地方對於中央的拮抗時，就把琉球後來的陳情行動作為例證，並將中央更改貢期

的政策解釋為「一個從朝貢貿易向清廷發動的商業資本主義的轉變」。
57
雖然兩種解釋並

不衝突，也可相互補充；然若事件畢竟以琉球的成功陳情告終，兩種解釋是否真能同時

成立？道光皇帝究竟以著什麼樣的意圖思考貢期的更改問題？ 

浜下在中央與地方之間設定的詰抗性二元對立，與如何理解中國的「內 / 外」關係

非常相關。因為浜下不但將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運用在中國國內，也運用於分析中國和

周邊國家的關係。 

一如地方可能對抗中央，浜下認為中國周邊國家也可能對抗中國「宗主權」並伸張

自己國家的「主權」。即便同樣擁有「中華」概念的東亞諸國仍然處於中國朝貢體系之

中，但只要能力許可，這些國家也可能迫使他國與之建立朝貢關係（形成浜下所謂之「衛

星朝貢」），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同心圓政治秩序。琉球同時對中國與日本朝貢便是一

例。因此，「在十九世紀中葉至後半，所謂歐洲的衝擊未必全來自外部；此前的東亞國

際秩序－朝貢體制，也由宗主－藩屬關係轉換成宗主權－主權關係。然而，此二者均是

中心與周緣在地域秩序中相互交替的一種地域力學。」
58
 

浜下很謹慎地將周邊國家的民族主義訴求停留在「主權」（而不是「宗主權」）。用

浜下最近的話來說，「亞洲歷史上共時（synchronique）存在的多元地域主體、重層地域

主權、廣狹義的民族主體，抑或多元民族主權的理想型態」，
59
就是他的研究對象。浜下

企圖暗示：通過各種新興「主權」國家之間的對抗，看似穩定的東亞朝貢體系可能轉化

為西歐國家間（inter-states）體系。各主權國在這種體系中為追求流動資本而相互競爭，

形成重商主義國家。浜下所謂「一個從朝貢貿易向清廷發動的商業資本主義的轉變」，

就有這層意味。 

浜下的見解可信嗎？注意到浜下上述見解的 Arrighi 等學者，認為東亞亦有類似的國

家間競爭。然而 Arrighi 等人也注意到，早期歐洲國家的一個特徵便是國與國之間不斷地

進行對抗，從一個區域領袖換成另外一個。可是東亞不是這樣。雖然東亞各國之間也相

互競爭，但十八至十九世紀早期的中國卻在東亞佔據著一個比起任何其他的歐洲國家都

還要穩固的霸權地位。「正如浜下所展示的，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經常提供一個以對於

                                                 
54
 請著重參考廖敏淑教授的力作：《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55
 可參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 

56
 如浜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頁 16-17。 

57
 Takeshi Hamashita, “Tribute and Treaties: Maritime Asia and treaty port network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00-1900,” pp.24-25. 
58
 浜下武志，〈檢討東亞地域之歷史動力的諸課題──宗主權型．主權型．網絡型統治的競合〉，收入許介

鱗編，《「中國與東亞，21 世紀的課題」研討會論文集》，頁 2。 
59
 浜下武志著、李侑儒譯，〈亞洲地域史研究與地緣政治論再考〉，《新史學》，第 23 卷第 4 期（2012，台北），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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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最低依賴，來調解（mediating）國家間關係、連接（artuculating）其等級的基礎。」
60
  

浜下所勾勒的、從中心向周邊瀰散的同心圓政治秩序，暗示國內的中央與地方之間、

從而國內與國外之間，只存在中央「影響力」強弱的「量」的不同。實際上解消了中國

的「內 / 外」之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將處理藩部事務的理藩院視為處理對外關係

的機構。
61
然而理藩院所管的藩部與禮部所轄的朝貢國之間，難道只是不同程度的、從

而在「量」上呈現差異的對外關係？兩者之間的差異，難道不是最根本的、國內與國外

的「質」的不同？
62
差之毫釐，也許真的就失之千里。從鴉片戰爭至清朝滅亡，固然朝

貢國陸續放棄，然而許多藩部的郡縣化卻也持續進行。若有這樣的後見之明，也許浜下

的見解還值得再考慮。 

 

（3）浜下理論的關鍵失誤：無視內陸邊疆 

浜下解釋貢期更改事件的最大失誤，就是無視內陸邊疆也出現類似的貢期更改政策。

僅僅在林則徐抵達廣州的隔天（1839.3.11），道光皇帝便開始一連串地改變西北、西南地

區的土官、土司、喇嘛之貢期，而更改琉球等國貢期不過是這一連串變更中的插曲。也

就是說，道光皇帝先更動了理藩院轄下各藩部的貢期，然後才更動禮部所轄各朝貢國的

貢期，但浜下卻完全忽視了藩部： 

 

1839.3.11 道光 19 年正月 26

日 

又諭：「向來回子伯克，每年朝覲，九班輪流；四川土司，三年朝覲，兩

班輪流。在該伯克土司等輸忱展覲，不敢告勞。惟念萬里馳驅。載塗雨雪，

朕俯懷况瘁，為期未免過勤。著加恩自道光 19 年起。回子伯克年班改為

間二年朝覲，仍舊九班輪流：第一班著於道光二十一年來京、第二班著於

二十四年來京。此後照此辦理。四川土司年班，改為間五年朝覲一次，仍

照舊班輪流：第一班著於道光二十四年來京、第二班著於三十年來京。此

後均照此辦理。用示朕懷柔遠服體恤優加至意。該衙門即遵諭行。」
63
 

1839.5.7 道光 19 年 3 月 24

日 

上諭，更改琉球、暹羅、越南貢期 

1839.5.20 道光 19 年 4 月 8 日 諭內閣：「恩特亨額等奏：本年年班，請以第七班三品阿奇木伯克先行領

班入覲等語，回子伯克每年朝覲，前已有旨改為間二年朝覲，仍照舊九班

輪流。所有本年第六班領班之伯克，著即遵照前旨，於道光二十一年來京。」

                                                 
60
 Giovanni Arrighi, Po-keung Hui, Ho-fung Hung, Mark Selden, “Historical capitalism, East and West,”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eds.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p.263. 
61
 「……從對外關係方面看對外關係除禮部管轄外，還有以綏撫為目的特設的官廳理藩院，管理藩屬地（蒙

古、青海、西藏、回部等）。另外，清末還設立了管理西洋各國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見：浜下武志

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頁 32。 
62
 這令人聯想到西嶋定生所謂「東亞世界」的概念設定。西嶋似乎不以「中國」的實質取消作為前提，而

是意從「東亞世界」來研究各別民族、國家的歷史，不是單純地就東亞而東亞，而是一個從普遍掌握特殊

的方法。是故，以日本來說：「設定『東亞世界』的歷史形象，不是要將日本歷史埋沒在「東亞世界」歷史

中，而是要進一步具體地掌握我們的歷史特殊性……」見：西嶋定生著，高明士譯〈東亞世界的形成〉，《日

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92。 
63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18 卷，頁 23-24（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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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839.5.21 道光 19 年 4 月 9 日 諭內閣：「回子郡王例貢向與年班伯克先後來京，應否照新改班次歸併呈

進等語。前因回子伯克每年朝覲，降旨改為間二年朝覲，以示體恤。所有

哈密札薩克回子郡王柏錫爾、吐魯番札薩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每年遣

使呈進例貢之處，意著改為間二年遣使歸併呈進。其每年應領俸銀緞，准

其照庫車回子郡王伊薩克等在外關支之例，由陜甘總督按年附餉撥解各該

處，就近敕令關支，報部查覈，以歸簡易。」
65
 

1839.8.30 道光 19 年 7 月 22

日 

又諭：「恩特亨額奏請將喀什噶爾葉爾羌回子伯克年班，業經降旨改為間

二年朝覲，所有該二城每年應進額貢，亦著改為間二年呈進一次，其無伯

克來京之年，所有應進額貢，著即停止，無庸於朝覲之年歸併呈進。因思

本年四月間，曾經理藩院奏准，將哈密札薩克回子郡王伯錫爾、吐魯番札

薩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每年例貢，改為間二年遣使歸併呈進之處，事

同一例。亦著間二年呈進一次，其非朝覲之年，所有應進額貢，即著停止，

無庸歸併呈進，以示體恤而歸畫一。該衙門知道。」
66
 

1839.12.6 道光 19 年 11 月 1

日 

諭內閣：「前降旨將越南國二年一貢，改為四年遣使朝貢一次，以昭體恤。

茲據禮部奏稱：該國王以四年例貢，品數應否照舊遵辦，咨部請示。該部

請照兩貢並進之數，減半呈進，並擬單呈覽。越南國向例每屆四年，兩貢

並進；今既改為四年一貢，所進貢物，自應減去一次。其舊例兩貢並進之

處，著即停止，用示朕綏懷藩服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67
 

1840.2.17 道光 20 年正月 15

日 

又諭：「向來巴拉呼圖克圖，每逾三年，遣使進貢一次。惟念察木多地方，

距京程徒較遠，嗣後著加恩改為間五年一次。即自道光 19 年為始，至二

十五年，再行遣使進貢。以後照此遞推，用示體恤。」
68
 

1840.3.24 道光 20 年 2 月 21

日 

諭內閣：「前後藏堪布入都進貢。每年於新正呈遞丹書克。豫於上年臘月

抵都。此次據理藩院奏稱、前藏堪布羅桑敬邁等、於正月十五日到京。已

令於三月初一日呈遞丹書克矣。因念該處距京萬里之遙。自因山川阻隔。

雨雪載塗。以致行程不能豫定。若仍令其每年輪班入貢。恐屆時急於趲程。

跋涉間關。更增勞勩。殊非優體喇嘛之意。所有前藏堪布業已來京。其後

藏著於道光二十二年入貢。輪至二十五年前藏再行入貢。此後每間二年入

貢一次。以次遞推。用示恩施格外、體恤優加至意。該衙門即遵諭行。」

69
 

 

上諭更改貢期的藩部，涵蓋了西南的四川土司、西藏宗教領袖（呼圖克圖
70
、堪布

71
），

                                                 
64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1 卷，頁 9（5755）。 

65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1 卷，頁 9（5755）。 

66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4 卷，頁 29-30（5825）。 

67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28 卷，頁 1-2（5885）。 

68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30 卷，頁 17（5931）。 

69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第 331 卷，頁 16-17（5948-5949）。 

70
 呼圖克圖的地位僅次於達賴與班禪，是清朝五等喇嘛職銜中的最高等。此職銜現已不存。 

71
 堪布是主持授戒或深通經典之喇嘛的稱號，相當於漢傳佛教的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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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北的新疆等地土官（伯克
72
）與郡王。藩部的政治特色，是清代中央儘可能就地

利用當地權力者統治當地，但又想辦法將這些權力者整編到清廷的政治秩序之中。與朝

貢國一樣，這些藩部都有朝貢任務；但許多藩部同時還必須徵收賦稅，上繳地方有司以

至朝廷，這點則與郡縣化地區無異。若用傳統意義上的「封建 / 郡縣」話語描述藩部的

特色，就是在保持「封建」的獨立性之餘，存在著「郡縣化」的傾向。而「郡縣化」，

往往是在「改土歸流」這個大旗下展開的。 

對於「改土歸流」問題的考察可從前引龔自珍所言談起。仔細閱讀，必然發現他所

描述的兩種「藩服」並不包括四川土司。可能因為當地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相對徹底，

以致龔自珍沒辦法在他的時代覺察西南諸土司也應視為藩部之一。與西南諸土司區域相

較，西藏和新疆長期未能展開有效的改土歸流政策。特別是新疆，清廷在當地搞「漢 / 維」

民族隔離，禁止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融合。另一方面又對維族搞分割統治，意圖通過控

制不同維族集團的頭人，建立起某種形式上的「滿 / 維」民族結盟。正是為了這種結盟，

所以捨棄或拖延了改土歸流的時機。王柯認為，這種少數民族結盟的策略，正是清政權

為了凸顯自身族性特徵而採取的手段；進而言之，當新疆非建省不可之時，也就是清政

權不得不放棄族性的時候了。73 

把藩部──特別是新疆──納入道光 19 年貢期更改事件的考察範圍，有利於檢討

浜下關於清廷意圖採取商業資本主義政策的論點。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為代表的

論者認為，相對於浜下只把眼光放在沿岸朝貢關係，清廷實更重視內陸的朝貢關係。
74
清

廷對新疆的征服與同時代歐洲的殖民主義擴張類似，同樣有著強烈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動

機。他認為，軍事活動在中國歷史上的北方與西北邊疆永遠最為顯著，當「資本」與「強

制」（軍事）實現 Charles Tilly 意義上的結合，疆界內的貿易網絡就會發展起來。「貿易

只是驅動系統做為一個整體的幾個因素之一；而包括了外交、權力、對外認識的軍事－

地緣政治考量，不斷形塑了商業網絡的範圍。有時這兩個驅動力會相衝突。」
75
除了西

北地區的軍事活動，濮德培也注意到軍事防衛在十九世紀中國沿海成為同樣重要的問題。
76
如果他願意將「資本─強制」邏輯做進一步的推衍，無疑也可以在海上貿易與軍事防

衛都成為重要問題的沿海地區，得出與浜下「商業資本主義」相類似的結論。然而，把

海岸邊疆和內陸邊疆的狀況相提並論是危險的。試假設：如果延長幾個海外朝貢國的貢

期真如浜下所言體現著清廷向商業資本主義的轉變，是否必須類推清廷延長各藩部貢期

的政策也在推動類似轉變？然而這種推論在什麼意義上能夠成立，而不是反歷史的假

設？ 

無論是濮德培觀察到的「資本─強制」邏輯，還是浜下注意到的商業資本主義傾向，

都把清廷描繪得宛如同時代的歐洲國家（與之相類似的觀點總是將中國與西方之間發生

                                                 
72
 伯克是維族對貴族和官員的一種稱號。原為世襲，後改由清廷任命。 

73
 關於西南與新疆改土歸流的比較，可參見：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 

74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eds.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p.66. 就此而言，費正清認為道光將對

付內陸回疆叛亂（張格爾叛亂）的經驗，運用於後來的英國問題，也是可能的。參見：費正清著、劉尊棋

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85。 
75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p.60. 

76
 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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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分流的時點越拉越近，最後只能用各種偶然因素解釋分流。）差別只在於清廷做得

比較差或比較失敗。然而這樣的歷史輪廓既遮掩了清廷統治新疆的消極面，77也過度突

出清廷介入沿海貿易的積極面。清代朝貢制度本身的「自律性」（比方延長貢期即是清

代朝貢制度的長期趨勢之一）以及道光皇帝「禁煙」的決心，反而都因為「資本─強制」

或「商業資本主義」這類理論推測而被遮蔽，甚至被「財政危機」這個理由所遮蔽。 

茅海建的分析值得注意。他認為道光確實存在「禁煙」的決心，但朝內卻有「嚴禁

吸食」與「嚴禁海口」兩種不同之策略。獲得多數支持的後一意見，反映內地督撫將軍

欲將禁菸責任推至沿海各省，於是導致林則徐出面禁煙。其次，他還認為清廷中央處理

沿海禁菸的原始設想與林則徐的實際行動，實是「反走私的國內行動」，而不是直接的

外交交涉（雖然道光仍憂此事會招「邊釁」，發生戰事）。
78
若將茅海建的邏輯加以推衍，

「延展貢期」的決策也可能只是視朝貢體制為內政事務，至少是道光皇帝想改（貢期）

就改、想禁（煙）就禁的事務。 

 

四、結語 

現象上，延展貢期應該是個讓清廷與內外藩關係疏遠的決策。道光皇帝之所以敢於

主動弱化朝貢體制的約束力，或許正因為他認為這個決策不會撼動中央與內外藩的關係；

這意味著中央與內外藩的關係肯定存在著他所信賴的某種凝聚力。雖然這個並非不言自

明的凝聚力仍有待探究，但可確定的是，道光皇帝不可能估計到他在道光 19 年對於國

內外貢期的變更是中國最後一次有資格和能力同時調整內外藩的朝貢制度。鴉片戰爭以

後，外藩逐漸分離，內藩狀況不斷。無論道光皇帝只是單純想要調整貢期或有其他考量，

此後的歷史都不再給予他以及其後皇帝任何機會──像道光 19 年那樣──用中國自己

的方式處理國內外事務。朝貢體制意義上的「天朝」，此後開始崩潰了。 

清代朝貢制度統攝了中國的「內 / 外」關係以及多民族國家結構，但在中國失去朝

貢制度之後，無論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作為「馬背上的共和國」的中華蘇維埃，

都以不同的方式面對清代中國遺給後人的現存狀況，而這個現存狀況就是資本主義世界

體系不斷破壞並重塑中國的「內 / 外」關係以及多民族國家結構。因此，中國的「內 / 

外」關係和多民族國家對於幾個世代的中國人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

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中國人民為此展開的中國革命運動因此表現為消滅前述現存狀

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正是在中國人民為了克服外

來侵略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創造了將清代中國疆域內的人民轉化為當代中國人民的條件。

正如最早的藏族共產主義者平措汪杰（1921-2014）所言： 

我讀了許多報刊，很驚訝地發現共產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成功發展。

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朝鮮和越南建立，

這讓我對共產主義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我認為一個在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大

                                                 
77
 比方十九世紀後半葉阿古柏入侵新疆並「建國」之後，長達十年間，清廷並未予以處理。甚至就在剷除

阿古柏勢力之後，李鴻章、郭嵩燾也並未將新疆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類觀念的存在，無疑折射

了清廷治理新疆的消極面。參見：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吳啟訥，〈清朝的戰略防衛有異於近

代帝國的殖民擴張──兼論英文中國史學界中「歐亞大陸相似論」和「阿爾泰學派」〉，收錄於汪榮祖編，《清

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78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89-154。 



 19

家庭正在建立，也認為當中國共產黨最終取代國民黨執政時，中國也會加入這個

大家庭。既然沒能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西藏社會主義國家，我現在決定要找到中

國共產黨，加入他們的行動。……以前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建立一個西藏共產黨，

並最終建立一個所有藏人（起碼所有康巴人）的共同政府。我曾夢想著，一旦有

了蘇共和中共的協助，我們就能實現自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西藏，同時

又與共產國際相聯合。但現在很明顯，改變康區和西藏的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從

中國共產黨內部行動。……我們都知道我們已經不是孤軍奮戰了，現在我們已是

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79 

又如日據時代受日本菁英教育而成長起來的台灣青年葉盛吉（1923-1950）在國民黨

獄中寫下的這段話： 

日本の敗戦と中国の勝利、そして台湾の光復は、我々に主観的にも客観的にも

非常な深刻な影響を与へ、それは今日も亦継続中である。 

（日本之敗戰和中國的勝利、從而台灣的光復，無論在主觀或客觀上，均賦予我

們以非常深刻的影響，此一影響迄今仍在繼續。）80 

這是葉盛吉獄中《自敘》傳的最後一段話。台灣光復後秘密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的

他，在寫完這段話的兩個月後，以台大醫院支部領導人的身分犧牲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無論藏人平措汪杰或台灣人葉盛吉，他們都通過中國革命而重新獲得參與中國的理

由。雖然他們及其親族也分別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挫折而面臨不同的、個人的痛苦經

驗，但他們所獻身的中國革命終究在鴉片戰爭一百年後找到了全新的國家整合方案。其

中包括了社會主義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和平共處五原則」和「三個世界

的劃分」等戰略設想。甚至連解決殖民地問題而提出的「兩制」論，其思想資源也源自

於這套方案，特別是西藏在 1959 年以前的經驗。81雖然當代中國形式上（比方基本疆域、

多民族國家）與清代中國非常接近，內容卻已經轉化為以社會主義共和國為代表的整套

                                                 
79
 梅‧戈爾斯坦等著、黃瀟瀟譯，《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香港：香港

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7-119。 
80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頁 259-263。 

81
 1951 年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之後，西藏維持了不同於內

地的社會和政治體制直至 1959 年。也就是以延緩西藏等地的社會變革為代價，力求先在中國的歷史疆域內

建立主權國家。但因 1949 年後的中國革命仍在上升期──以土地革命為核心的「民主改革」以及以生產資

料集體化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改造」構成其兩大階段──因此，當時針對西藏而推出的一國兩制不僅承認

各種預想中的本質性「差異」，更是一個承認「變革」與「延緩變革」可以並存的許諾。雖然「許諾」終究

失效，失效卻正是中國革命仍在上升期的反映。即便制度上能將西藏排除在全國性社會變革之外，但因西

藏以外的、包含藏族在內的民族雜居區域實現了社會變革、改變了所有制關係，遂引起西藏上層社會恐慌

並引發叛亂，最終導致西藏實施與內地一樣的制度。西藏的例子不但說明了革命上升期的國家不可能維持

兩種社會制度，更說明了一個民族（比方藏族）不能被分割為「變革」與「延緩變革」兩個部分。然此也

不等於「大藏區」的主張是合理的，因為這種旨在通過種族清洗和隔離，確立新的「藏民族國家」的綱領，

非但不能促進各民族的社會發展和真正平等，還意味著此前的進步變革將遭徹底逆轉。建國後以西藏為對

象的「兩制」因為革命上升期而瓦解；改革開放後為了解決殖民地回歸問題而提出的「兩制」，則是革命退

潮──大陸放棄激烈變革、放棄輸出變革，甚至承認激烈的變革遭到挫敗──的後果之一。然而後果的後

果卻是殖民地條件下從不爭取民主的泛「民主派」在「兩制」首先實施的香港興起。這些「民主派」以右

為左，以「左」援右，以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為追求的目標，從而遮蔽了回歸後應當展開的「去殖民」任務。

此外，由於「和平共處五原則」和「三個世界劃分」揭示了：中國將作為與某些「中間地帶」國家結盟的

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反帝反霸的前提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存，因此「兩制」

的設計，也是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在中國國內的具體反映。這種

情況顯然與「社會主義」（或「新民主主義」）內地和「封建主義」西藏之間的「兩制」框架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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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某種意義上，這套方案也是「以（複數的）地方形式為民族形式的泉源，並

以國際主義作為民族形式之內容」的體現。因此，除了考慮歷史中國為當代中國所規制

的發展軌道之外，應該思考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世界背景。在「一國能否建成

社會主義」的國際論爭中，「一國」與「社會主義」的並存首先是悖論的。但經歷了世

界社會主義陣營興起與崩潰的當代中國，現實上只能背負著歷史中國的諸多遺產，在一

個國家之內用社會主義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並面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無數挑戰。

所有的挑戰恰恰呼喚有志者研究中國從朝貢制度走向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過程，而不

是直接否定這個過程，更不是把這個過程當成朝貢制度換湯不換藥的變形偽裝，彷彿過

去是「天朝」，迄今仍是「天朝」。若能認真對待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專政」

的階級性質）以及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 / 社會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不是只把中

國當成一個「帝國」或「國家」，也許更有利於思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 

道光 20 年 2 月 21 日（1840.3.24），道光皇帝對貢期問題下了最後一道上諭。伴隨著

林則徐禁絕「鴉片」的行動，一系列關於貢期展延的上諭在「戰爭」前夜全數下達。翌

日，英國軍艦開始陸續抵達廣東洋面，南中國海戰事一觸即發。 

3 月 25 日（1840.4.26），從中國返回朝鮮的使節李正履，向朝鮮國王李奐呈上一份

入關前後的見聞報告書。他在這份報告提到了四件事：
82
 

（1） 自遼東至山海關外，人民的賦稅負擔正常，常平倉等社會保障制度運作良

好。 

（2） 來自西南的喇嘛遵丹巴呼圖克圖在北京受到皇帝優禮，但大臣奕紀卻違禮將

「黃傘」等儀仗予之使用，遭到皇帝重勘（重罰）。 

（3） 洋人邪教屢次犯境，「今年皇旨特送親近重臣，分往按邊」。 

（4） 上諭有三：一是更改琉、越、暹三國貢期；二是嚴禁全民吸食鴉片；三是要

求旗人禁奢。 

無論是西南喇嘛入朝、人民生活狀況、洋人洋教入侵、或是貢期更改事件，這四件

為朝鮮使臣所著意觀察的事情，也正是本文探究「道光 19 年貢期更改事件」所一樣涉

及的問題。時代賦予了這位使節以這樣的眼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看到更為具體的時代

實像。而一百六十年後的研究者也不能只將「道光 19 年貢期更改事件」限制於事件本

身，還須納入更多因素展開考察。這固然已非本文所能全然負荷的工作，至少將是下次

研究的起點。 

 

                                                 
82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 1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5143-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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